
 

 

拥挤的民企：民营企业一般均衡效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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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引入国企市场份额变动作为外生冲击，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分析和检验了市场规

模变动对均衡条件下民营企业组内生产率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1）国企市场份额上升会提高民

企生产率分布的离散程度，降低民企组内的资源配置效率；（2）国企市场份额上升提升了存活民企

的利润率水平，使得低效率民企不被竞争所淘汰。理论分析和进一步的检验发现造成上述结果的机

制在于：市场规模缩小，减少了均衡时企业数目，降低了企业固定成本，进而提升了利润率水平。文

章的研究为异质性企业模型一般均衡理论提供了实证检验，为理解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关系提

供了新视角，也为提升行业生产率提供了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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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实现从要素驱动向

创新和效率驱动的动能转换，落脚点在于提升实体企业（主要是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从中观

的行业层面看，行业生产率水平的提升除了依赖于研发创新提高个体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外，市

场竞争所引致的企业优胜劣汰也是一条重要的生产率提升路径。事实上，市场竞争的过程也是

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升的过程。占据制造业企业数目近七成的民营企业，其资源优化配置效率

是否能够支持民企生产率的不断提升对于经济转型发展至关重要。长期以来，制造业行业内国

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并行发展，这是我国制造业的一个典型特征。同时，竞争性行业内国有企业往

往因为有政府政策支持和制度偏好（如，容易获得政府订单、政府补贴、银行贷款和税收减免等）

而不被竞争所淘汰（孔东民等，2014）。这种并行发展现状和制度偏好会对行业内民营企业产生

影响。有研究认为，这可能会造成国企和民企的组间资源错配，拉低行业的生产率水平（刘瑞明

和石磊，2010；孙早和王文，2011；刘瑞明，2011，2012）。既有文献主要从两个角度对此给出解释：

第一，低效率而不被淘汰的国企会使得较多低效率（只需略高于国企）的民企存活；第二，给养低

效率国企存活的资源（如贷款、补贴等）无法配置给高效率民企以促其发展。后者反映的便是扭

曲机制（Distortion）在理解中国制造业企业资源配置与效率提升上的作用。在这类文献中，国企−

民企资源配置扭曲可能来自于资本要素配置扭曲（Hsieh 和 Klenow，2009；Song 等，2011），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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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于劳动力配置扭曲（龚关和胡关亮，2013；Tombe 和 Zhu，2015），还可能来自于产品价格

（Hsieh 和 Klenow，2009），更可能来自于税收、补贴和贷款等政策（Huang，2003；刘瑞明，2011，

2012），甚至可能来自于国企和民企的先验规模差异（王磊和夏纪军，2015）。但从市场规模或者

份额配置扭曲的角度理解国企−民企互动关系的文献比较少见。Brandt 等（2018）从地方官员设

置进入壁垒的角度提出，政府可能存在着对国有企业市场份额的保护，但是并未直接分析国企

“挤占”民企市场份额所产生的资源配置效率问题。

实际上，市场规模对于企业发展而言是重要的资源，也是民营企业获利的源泉。政府给予国

有企业的政策和制度支持，除了表现为政府补贴、贷款支持和税收减让等，还表现为政府订单和

经由政府背书所获得的市场规模。通过政策和制度优势获得的市场份额，可以称为国有企业对

民营企业市场份额的“挤占”，这不是市场竞争产生的结果，而是直接改变了市场竞争的外部条

件。“挤占”市场份额所形成的国企与民企的关联机制如何影响民企组内的资源配置效率，进而

影响行业的生产率水平呢？这些问题在既有文献中未见讨论，但是研究意义重大。首先，国企改

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在竞争性行业中让国企与其他企业同等竞争，减少直至消除政府对竞争

性行业中国有企业的政策偏好。认识这一改革方向价值的前提是要厘清政策和制度偏好对国企

和民企两类企业之间互动关系的影响，尤其是对行业资源配置效率和行业生产率提升的影响。

本文从政策和制度偏好带来国企“挤占”民企市场份额角度分析其对民企生产率离散程度的影

响，也即对民企组内资源优化配置的影响。这与既有文献所提出的国企−民企互动机制不同，有

利于深入认识国企改革。其次，本文引入国企市场份额变动作为外生冲击，从理论和实证上证明

了民企市场份额被压缩会减少均衡条件下的民企数目，并通过削弱“拥挤效应”（由企业数目影

响的固定成本，详见下文）提升存活企业的利润率水平，使得低效率的民企能够进入市场并存活，

而这却扩大了行业内民企的生产率离散程度，降低行业生产率水平。这一理论传导机制不仅适

用于分析本文所界定的国企和民企互动关系（即“挤占”市场份额）的经济影响，也适用于分析外

生的市场规模变动对行业内企业生产率分布的影响。例如，分析加入 WTO 所获得的广阔市场空

间对行业生产率的影响，分析中美贸易摩擦所产生的生产率损失等。

剩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在 Melitz（2003）模型的基础上对民营企业组内竞争进

行理论刻画，引入“拥挤效应”进行理论推演，求解模型均衡得到民企市场份额变动（即国企“挤

占”民企市场份额）与生产率分布的关系，提出待检验的研究假说；第三部分基于研究假说构造

计量方程，介绍方程的识别条件、关键变量和样本数据等，并给出基准的回归分析结果；第四部

分对实证结论的稳健性进行讨论，对关键的“拥挤效应”传导机制进行检验，并利用外资企业市

场份额变动变量做安慰剂检验；最后，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二、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不同于现有文献中由地区层面的保护主义而产生的市场分割，我们讨论的是在行业内部，

由 于 各 种 政 府 采 购 ， 摊 派 及 隐 性 补 贴 等 挤 占 行 业 市 场 而 形 成 的 另 一 种 形 式 的 市 场 分 割 。

Melitz（2003）在垄断竞争行业中引入异质性企业生产率，假定各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开展生

产销售行为。而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往往不在于利润最大化，但又常常借助政策或在别的行业

中的垄断优势影响着市场需求。我们尝试探索的问题并不是国有企业行为本身，而是上述行为

是通过何种渠道影响民营企业的。本文的模型设定中包含一个完全竞争行业（生产同质性产品

作为计价物，且决定工资水平）和一个垄断竞争行业（生产同类的异质性产品）。假设消费者对两

个行业产品的偏好满足 C-D 形式，对垄断竞争行业产品的消费支出即为经济支出的固定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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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环境中保证了行业市场规模的稳定性，并排除行业间的互动关系。在垄断竞争行业内部，

消费者对异质性企业产品的偏好满足 CES 形式：

U =
[w
ω∈Ω

q(ω)σ−1/σdω
]σ/σ−1

（1）

σ > 1 ωϵΩ

r (ω) = R
[
p (ω)/P

]1−σ

其中，替代弹性 ，这里 表示各个厂商的产品，假设一家厂商只生产一种差异化产品。同

样地，假设每个消费者赚取的工资为 w，不妨令 w=1，P 为行业价格指数。每个厂商面对市场需

求，可计算其收入为 ，其中消费者在该行业的总支出 R 外生给定。由于竞争机

制相对缺位，为了简化分析，不妨假设国有企业是外生存在的，并占据了市场中的一部分份额。

该市场中的总支付 R 被分割，民营企业竞争剩下的份额 R′。在本文讨论的国企−民企分离的制

度背景下，该份额（R′）对于行业中的民营企业而言是外生的。在求得均衡条件和均衡解后，对

R′所做的比较静态分析就是获得理论推论的基础。

在生产供给层面采用 Melitz（2003）的设定，假设民营企业在生产入场前需花费一次性沉没

成本（fe>0）以得知自身的生产率水平 φ，即可以看成在累积分布函数 G（φ）中抽取自身的生产率

水平。在得知自身 φ 后，民营厂商决定是否生产。参考 Feng 等（2017），假定厂商决定进入市场并

开始生产，则其需要支付每期的固定成本 Mηf，M 为市场中民营企业的总数量，η>0 表示在市场中

企业所受到的拥挤外部性程度。这样设定的经济原理在于：行业中企业数量多会加剧市场竞争，

要素资源的抢夺和搜寻成本、广告成本、渠道构建和维护成本等都会增加，从而引致单个企业的

固定成本随着行业中企业数目的增加而增加。这与进入市场所需特定要素的不完全弹性供给密

切相关（Bergin 和 Lin（2012））。给定 CES 偏好和相应的需求函数，民营企业的生产决策转变为求

解下述优化问题，即：

πp(φ) =
R′

σ

(
σ−1
σ

P
)σ−1

φσ−1−Mη f （2）

πp (φ∗) = 0

φ̃ φ̃ > φ∗

π̄p = πp (φ̃)

令 ，可以得到零利润条件（ZCP）下的生产率门槛值（cutoff）φ*，及其与行业内企业数

目 M 的关系。给定生产率门槛值 φ*，可以求得进入行业企业的平均生产率水平（ ，显然 ），

并得到进入企业的平均利润水平 。据此，给出企业自由进入条件（FE），即：

0×G(φ∗)+ π̄p

[
1−G(φ∗)

]
= fe （3）

π̄p (M)

π̄p

π̄p

FE 条件与 ZCP 条件联立则可得到 ，φ*（M）是企业数量 M 的函数。这里所展示的 FE 条

件方程和 ZCP 条件方程可以与 Melitz（2003）给出的两组条件类比，差别在于企业数目会影响企

业的固定成本。若给定企业数目 M（即不考虑一般均衡），FE 和 ZCP 联立就能直接求解生产率门

槛值（φ*），以及得到行业的平均利润水平（ ）。但是，M 通过影响固定成本而进入到生产率门槛

值 φ*中，这使得必须进一步求解均衡状态下的企业数目 M，以得到行业中生产率的后验分布特征

及利润分布特征。我们将平均利润（ ）与均衡时的企业数目（M）关联起来，即：

π̄p =
R′

M
−Mη f （4）

π̄p

π̄p

在 Feng 等（2017）的研究中，把上述条件称为市场出清条件（MC）。可以看出，平均利润（ ）

是企业数目（M）的减函数。显然，ZCP、FE 和 MC 三个条件可将三个未知变量 φ*、 和 M 联系起

来。三个方程的求解需要给出生产率先验分布信息。参考 Melitz（2003）和 Chaney（2008）等经典

文献，给定生产率满足 Pareto 分布。①将该分布函数信息代入到 ZCP、FE 和 MC 方程中，可以得到：

李志远、宗大伟：拥挤的民企：民营企业一般均衡效率研究

G (φ) = 1−φ−θ① 即 ，其中 φ>1，θ>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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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η+1 =
R′

f
θ− (σ−1)
θ

（5）

(φ∗)θ =
Mη f

fe

σ−1
θ− (σ−1)

（6）

π̄p = fe(φ∗)θ （7）

由解析式（5）和（6）可以清晰地看到，市场规模（R′）决定了均衡状态下行业中民营企业数目

M，进而通过“拥挤效应”（Mη）影响企业固定成本，并最终决定行业中民营企业生产率的门槛值

（cutoff）。该传导路径的比较静态分析如下：

dφ∗

dR′
=

dφ∗

dM
dM
dR′
> 0 （8）

其中，解析式（6）保证了等号右边第一项大于 0，解析式（5）保证了第二项大于 0。上述比较分析的

经济学含义在于：行业中国有企业占据的市场份额越大，越会压缩民企市场规模，进而会引致民

企进入市场的门槛值下降。显然，生产率门槛值无法观测，式（8）所反馈的经济含义无法直接检

验，但是随着生产率门槛值的下降，行业中存量民营企业的生产率分布的离散程度必然越来越

大。因此，由式（8）可提出一个直接可以检验的假说 1：行业中，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越大，则民营

企业生产率分布越离散。

假说 1 直指一个重要的政策判断，即如果假说 1 成立，那么国企通过政策和制度优势压缩民

企市场份额所引起的资源错配不仅局限于国企和民企的组间生产率差异，还将进一步传导至民

企的组内生产率差异，放大民企内部的资源无效配置。

在 Melitz（2003）的模型中，市场规模会影响均衡时的企业数目，但不会影响生产率的临界

值。那么，（8）式成立的重要传导条件在于企业数目会进一步影响到固定成本，即“拥挤效应”的

存在会形成“市场规模−企业数目−生产率临界值”的传导路径。综合起来看，国企（通过政策优

势或者制度优势）挤占行业中民企市场份额的影响存在两条路径：第一，市场份额缩小会直接作

用于民企的销售收入，进而降低利润，这点从利润函数中可以观察到，不妨称为“直接效应”；第

二，市场份额缩小通过减少均衡状态下的企业数目和“拥挤效应”会降低企业的固定成本，进而

提升利润，从而让效率更低的民企有进入市场的可能，这点从生产率临界值下降中可以得到印

证，不妨称为“间接效应”。因此，由理论直觉可知，国企挤占民企市场份额既会对民企利润产生

负向的“直接效应”，也会带来正向的“间接效应”，总效应的符号取决于二者孰强。实际上，求解

模型均衡可知行业中民企的平均利润是负向变化的（如式（7）所示），即平均意义上的总效应为

负，与经验直觉相符。那么，是否没有民企能从市场份额下降中获益呢？答案并非如此。

从均衡的生产率临界值（φ*）随着市场规模（R′）同向下降的结论（如式（8）所示）可知，如果低

生产率企业能够因为“拥挤效应”抵减收入下降而进入到行业中，那么，原先存活的民营企业（生

产效率较高）必然能够获益更大。但是，这种获益必然不会是利润规模的上升，否则不会出现

式（7）所指示的结论，而只能体现在利润率水平上。给定原先存活的民企（即 φ>φ*），均衡条件下

的利润率（Profit Ratio，PR）水平如式（9）所示：

PRφ>φ∗ =
vp(φ)−Mη f

vp(φ)
= 1−

(
φ∗

φ

)σ−1

> 0 （9）

dPRφ>φ∗
dR′

=
dPRφ>φ∗

dφ∗
dφ∗

dR′
< 0 （10）

显然，存活民企的利润率水平介于（0，1），且效率越高越趋向于 1，但是与生产率门槛值（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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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向变动。根据（9）式和（8）式的比较静态分析，如果民企市场规模被压缩（即 R’下降），行业中民

企生产率门槛值下降（即 φ*下降，由式（8）保证），则原先存活民企的利润率水平会上升（如（10）式

所示）。换言之，即使市场规模下降压缩了民企的利润规模，但仍能够提升民企的利润率水平。

据此，提出待检验假说 2：行业中，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越大，则存活的民营企业利润率水平

越高。

假说 2 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可以深化对国企挤占民企市场份额产生的经济影响的认

识。分析国企和民企绩效差异的文献均把民企的绩效溢价解释为民企相对于国企的高效率水

平，罕有文献进一步探究国企与民企之间的互动机制。如果假说 2 成立，则说明国企虽会通过政

策和制度优势挤占民企市场规模，可能削弱了民企的利润规模，但也提升了存活民企的利润率

水平。因此，观测到民企的高利润率时，并不完全是由民企的高效率所致，“拥挤效应”所致的利

润率上升也是一个可能的原因。此外，假说 2 也对假说 1 所述的民企内部的资源错配提供了理

论解释，即当市场规模被挤占时，均衡的企业数目下降会引致“拥挤成本”下降，提升民企的利润

率水平，使得低效率的民企进入行业并存活下来。因此，当我们观测到行业中民营企业具有更好

的绩效水平时，不能认定民企内部不存在资源错配。这种由政策和制度优势形成的国企对民企

市场规模的挤占，实际上会加深两类企业的组间资源错配和民企内部的组内资源错配，而后者

并未被现有文献注意到，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民企的绩效溢价会掩盖这一特征。假说 2 厘清了

民企利润率上升与民企组内资源错配的逻辑关系，可以看作是假说 1 成立的机制条件。

三、实证分析

（一）计量模型与变量。假说 1 从理论上揭示了国企通过政策和制度优势挤占民企业市场份

额除了会引致了两类企业的组间资源错配外，还进一步引致了民企内部的组内资源错配。实际

上检验假说 1 就是要能够观察到：随着行业内国企市场份额的扩大（相应地，民企市场份额被压

缩），行业中民营企业的生产率分布会变得越来越离散。①基于制造业四分位行业，可以构造行业

中民营企业生产率分布离散程度的测量指标，利用该指标在截面和时序上的变化来实现对假说

1 的检验，即构造如下的方程：

dif fit = β0+β1× ratio_soeit +Controlsit +εit （11）

其中，下标 i 和 t 分别表示四分位制造业行业和观测年份。被解释变量 diff 表示四分位行业中民

营企业生产率离散程度，参考 Syverson（2004）的做法，以 OP 方法所测算的行业中民营企业全要

素生产率（TFP）的 75 分位和 25 分位之差作为生产率离散程度，同时考虑用 TFP 的 90 分位和

10 分位之差及标准差做稳健性检验。关键解释变量 ratio_soe 表示四分位行业中国有企业所占

的市场份额，以国有企业的总销售额除以行业总销售额作为度量，同时考虑用行业中国企数目

做稳健性检验，如果假说 1 成立就能检验到系数 β1 显著地大于 0。方程（11）中 Controls 表示其他

控制变量，具体包括：（1）行业竞争程度（HHI），根据行业中企业销售额构造赫芬达尔指数进行测

度。理论模型采用简化处理，直接将国企−民企之间的联系刻画为由政策和制度因素形成的“市

场规模挤占”，而抽象掉二者之间的竞争联系。实际上，行业中的竞争关系也必然会影响民营企

业生产率分布，需要控制市场竞争以得到对系数 β1 的准确估计。（2）企业产品差异化指数（PDI），

参考李鲁等（2016）的做法，先根据行业 i 中企业 j 的主营产品收入占销售收入比重测度单个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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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测度资源错配有两种方式：一是测度要素价格扭曲程度（Restuccia 和 Rogerson，2013），称为直接测算；二是测度生产率离散程度

（Hsieh 和 Klenow，2009），称为间接测算。检验假说 1 对应的是第二种测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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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Iit =
∑

j∈Ωit
ωi jt×(

1−main jt

)的 主 营 产 品 集 中 度 （ main j t） ， 然 后 根 据 企 业 销 售 额 权 重 （ ω i j t） 计 算 加 权 平 均

，得到行业中企业产品差异化指数。制造业企业数据库中，企业因主营产品而被划入

相应的四分位行业，但同时也存在多产品经营的样本企业，会带来观测企业的特征与模型设定

的背离。而来自其他产品市场的影响进入到本行业民企的生产率分布中会同时影响本行业的国

企市场份额比重，产生偏误，需要加以控制。（3）行业出口程度（Export），以行业的出口交货值除

以行业总产值进行度量。国外市场没有进入到本文的理论模型中，但其实际产生的影响是真实

存在的，会通过出口学习影响本行业的生产率特征，也会因选择机制而对行业内所有制分布产

生影响，同样需要控制。（4）行业发展程度（Develop），每个行业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内部的企业

效率分布也会有显著区别（孙浦阳，2013），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则会不同，本文以行业中企业平均

年龄（观测年−创立年）进行度量和控制。（5）行业平均固定成本（FC），以企业间接成本作为固定

成本的度量，将折旧、营业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等加总，并除以企业总资产进行标准化以

得到企业层面的相对固定成本水平，然后在四分位行业内根据企业总资产权重取加权平均，得

到行业层面的平均固定成本。实际上，固定成本越高行业的进入门槛越高，存活企业的效率水平

必然也越高、分布越集中，而国企所具备的资金优势使其更容易进入到高门槛的行业中。从而，

行业固定成本水平会对 diff 和 ratio_soe 同时产生影响，需加以控制。除了上述主要控制变量外，

其余未知的干扰因素，本文考虑以三分位行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进行控制，以削弱对系

数 β1 的偏误。

假说 2 从利润率的角度为假说 1 提供了微观解释机制。假说 1 从行业中观层面检验国企

“挤占市场份额”对民企的组内资源错配产生的影响，该结论成立的原因在于“挤占”通过降低

“拥挤效应”提升了利润率水平，使得低效率民企不被市场所淘汰。本文构造企业层面的回归方

程对假说 2 进行实证检验：

PR jit = α0+α1× ratio_soeit +Controlsi jt +εi jt （12）

其中，下表 j、 i 和 t 分别表示观测企业、四分位行业和年份。被解释变量 PR 为企业的利润率水

平，以利润总额除以销售额度量，与方程（9）的定义一致。为了与模型推断条件相符，在 t 期所选

的样本均为已存活 1 年以上的企业。①关键解释变量 ratio_soe 的定义与方程（11）完全一致。如果

假说 2 成立，预期将捕捉到 ratio_soe 的系数 α1 显著地大于 0。参考张杰等（2011）的研究，在方程

（12）中加入的控制变量（Controls）包括：（1）行业竞争（HHI），基于四分位行业中企业销售额构造

赫芬达尔指数进行测量，加入该指标同样是为了控制理论模型中没有讨论的国企和民企的产品

竞争效应；（2）企业的效率水平（TFP），以 OP 方法所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量，假说 2 所揭

示的利润率和国企“挤占”联系传导纽带在于“拥挤效应”，而企业利润率的相对差异还会受到效

率水平的影响，这部分影响需要剥离；（3）企业规模（Size），以企业的固定资产除以总资产进行标

准化来测量；（4）企业的人均工资（Wage），以工资总额除以雇佣人数取对数进行测量，该指标能

够反映企业的要素质量（主要是人力资源质量）或者要素成本，对企业利润率可能有“正、反”两

种影响；（5）出口特征（Ex）和企业年龄（Age），前者以出口交货值是否大于 0 构造 0-1 型哑变量进

行测量，后者以观测年份减去创建年份进行测量，二者反应是企业的市场经验；（6）利润率滞后

1 期（PR_1），企业利润率还会受到其他无法观测因素的影响，导致回归结果有偏，使用企业利润率

的滞后 1 期代理这些无法观测的干扰因素。②此外，还控制了三分位行业固定效应和年份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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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存活样本的判断原则：观测期企业年龄是否大于 1，如果不是，就认为是新进企业。稳健性检验中还考虑全部有效样本条件下方程（12）

的回归分析。

② 有效企业样本需满足存活两期的要求，引入利润率滞后 1 期会减少样本数。回归分析时，区分是否加 PR_1 变量分别报告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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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来源与样本清理。本文实证分析

使用的是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0−2007 年），

参考 Brandt 等（2012）对企业样本进行初步清

理。为了检验理论模型的分析结论，所选制造业

的各个子行业（以二分位行业代码判断）需要尽

量接近模型设定，即这些行业应该是民营企业

能够自由进入或退出的领域。因此，需要排除那

些政府限制或尚未大面积放开非公有资本进入

的行业，如石油、天然气、烟草加工和水电燃气

等二分位行业。另外，为了控制不可观测的外部

环境干扰，提高行业之间的可比性，本文排除那

些受自然资源条件制约较大的或原材料特殊的

行业，如有色金属、食品等二分位行业。最后，本

文还排除了非公有资本具有显著优势的服装、

皮革行业。最终得到的有效企业样本 1 660 754
个，涵盖 21 个竞争性的二分位行业类别，包括

了 421 个四分位行业类别。其中，民营企业样本1 032 295 个（包括：存活民企样本 895 066 个，新

进民企样本 137 229 个），国有企业样本 328 493 个，外资企业样本 299 966 个。①根据有效样本，测

算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三）基准回归结果。检验假说 1，即对方程（11）做回归的结果整理成表 2，其中第 1 列报告了

在没有控制干扰因素情形下四分位行业内国企市场份额与民企生产率分布离散程度的相关关

系，关键解释变量 ratio_soe 的系数为 0.0059 且显著，这说明在控制了行业和年份效应后能够捕

捉到国企市场份额与民企生产率离散程度之间的同向变动关系；第 2 列报告了在控制干扰因素

后国企市场份额对民企生产率离散程度的影响，变量 ratio_soe 的系数降至 0.0036 且显著，证明

了国企市场份额上升会引致民企生产率分布离散程度上升，即会增加民企的组内资源错配程

度；第 3 列在第 2 列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四分位行业固定效应，变量 ratio_soe 的系数降至

0.0026 且显著，仍然能够得到国企“挤占”市场份额而使民企组内资源错配程度上升的结论。据

此判断假说 1 成立。

根据表 2 的结果，还可以发现：（1）行业竞争程度越高（即 HHI 越小），民营企业生产率分布的

离散程度越低，说明竞争有助于淘汰低效率民企，使得行业内民企生产率趋同。同时分离出

HHI 对 diff 的影响后，ratio_soe 对 diff 的影响下降了，也与直觉相符。如果国企的效率更低，则来

自于国企的竞争效应并不会缩小民企的生产率离散程度，而是相反。（2）行业内企业产品差异化

指数（PDI）越大，民企生产率分布越离散。这与直觉相符，假定某低效率民营企业是多产品经营，

其他产品市场的获益能够削弱主营产品市场竞争产生的淘汰作用，从而使其存活于行业中，便

会增加生产率的离散程度。（3）行业的出口程度（Export）对民企生产率离散程度的影响，在

OLS 和 FE 回归中的结论不稳健，第 2 列中能够捕捉到 Export 对 diff 有削弱作用，第 3 列中 Export
对 diff 没有显著影响。理论上讲，Melitz（2003）指出的一般贸易出口的企业生产率选择机制会得

到出口程度越高生产率水平越高的结论，而 diff 应该变小；但是，中国的加工贸易出口比重很大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信息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行业层面

生产率离散 3 313 1.178 0.181

国企市场份额 3 313 0.287 0.332

国企数目 3 313 98.83 172.0

行业竞争程度 3 313 0.0540 0.0830

产品差异化 3 313 0.1450 0.1151

行业出口程度 3 313 0.226 0.207

行业发展阶段 3 313 7.502 4.951

平均固定成本 3 313 0.138 0.027

民营企业

层面

企业利润率 1 032 295 0.035 0.127

企业规模 1 032 295 8.191 1.561

企业生产率 1 032 295 3.549 1.071

人均工资 1 032 295 2.395 0.728

出口特征 1 032 295 0.208 0.406

企业年龄 1 032 295 7.672 9.123

　　注：各变量在上下 1% 的水平上缩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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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企、民企和外企的分类参考杨汝岱（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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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2015），加工贸易企业是反向的效率选择机制，低效率企业反而能够存活，加工贸易出口程度

越高则 diff 应该越大。本文界定行业的 Export 变量时未区分出口类型，所以出现回归系数不稳

健也能够解释得通。（4）行业发展程度（Develop，以企业平均年龄度量）越高，则民企生产率分布

的离散程度越小。行业诞生初期，市场机会较多，即使低效率企业也能够获利而存活；随着行业

发展趋于成熟，市场被充分挖掘后，竞争必然加剧，进而淘汰低效率企业，缩小企业间的效率差

异。（5）行业的固定成本（FC）越高，民企生产率离散程度越低，与王磊和夏纪军（2015）的结论一

致。固定成本是企业盈利的门槛，门槛越高则对企业生产率的要求越高。给定其他条件不变，固

定成本上升会淘汰低效率企业，降低企业间生产率差异。

表 2 展示的回归结果证明了国企市场份额提升会提升行业内民企的生产率差异，即加大民

企的组内资源错配。假说 2 对这个现象给出了微观解释，关键在于只有提升了民企的利润率，才

能保证低效率民企存活。对方程（12）的回归结果整理成表 3，其中第 1 列报告了 OLS 回归结果，

国企市场份额 ratio_soe 对民企的利润率水平 PR 的影响为 0.0104，在 1% 的水平下显著；第 2 列

报告了在 OLS 方法下加入利润率滞后 1 期的回归结果，ratio_soe 对 PR 的影响仍然显著地维持

在 0.0076 的水平；第 3 列报告了控制企业固定效应的 FE 回归结果，变量 ratio_soe 的系数降至

0.0050，且仍然在 5% 的水平下显著；第 4 列报告了同时控制企业固定效应和滞后 1 期利润率影

响的系统广义矩（Sys-GMM）估计结果，ratio_soe 的系数达到了 0.0085，且在 1% 的水平下显著。据

此，可以判断假说 2 成立。

此外，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显示：（1）企业规模（Size）与民企利润率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联

系，这与张杰等（2011）的结论一致；（2）市场竞争越激烈（即 HHI 越小），则民营企业利润率越低，

这与直觉相符；（3）生产率（TFP）水平越高，则利润率水平越高；（4）人均工资（Wage）对利润率的

影响在 OLS 和 FE 两种方法下出现了矛盾，这可能是因为人均工资水平至少反应了企业人力资

源质量和要素成本两方面特征，这两方面因素对企业利润率的作用方向是相反的；（5）出口特征

（Ex）与民企利润率之间呈现反向变动关系，这可能与民企较多从事加工贸易，而加工贸易的利润

率较低的事实一致（Yu，2015）；（6）企业年龄（Age）对民企利润率水平也有着负向的影响，说明民

营企业从既有经营经验中无法获得利润率溢价；（7）利润率滞后 1 期（PR_1）的回归系数在两种模

型设定下均非常显著，说明民企利润率变动具有显著的惯性特征。

表 2    检验假说 1 的回归结果

DV：diff=TFP75−TFP25
（1）OLS （2）OLS （3）FE

ratio_soe 0.0059***（0.0025） 0.0036***（0.0004） 0.0026**（0.0008）

HHI 0.2149***（0.0428） 0.1304**（0.0519）

PDI 0.0018**（0.0009） 0.0004（0.0003）

Export −0.0979***（0.0235） 0.0175（0.0211）

Develop −0.0015**（0.0006） −0.0012***（0.0003）

FC −0.4434***（0.1294） −0.1621**（0.0675）

Const （β0） 0.2318（0.0343） 0.2975（0.0184） 0.1616***（0.0104）

CIC3-Effect Yes Yes No

Year-Effect Yes Yes Yes

N 3 313 3 313 3 313

R2
0.60 0.63 0.16

F-Value 31.62*** 1 174.43*** 4.67***

　　注：*p < 0.1，**p < 0.05，***p <0.01；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下表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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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稳健性与拓展分析

（一）稳健性分析。上述基本实证结果在不同条件下能否再现关系到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就

方程（7）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而言，至少存在三点疑虑：第一，四分位行业中民营企业生产率离散程

度的测量方法不唯一，更换测量指标能否保证表 2 所示的结论稳健成立；第二，如果国企的销售

被政策和制度因素左右，那么国企销售额中的价格因素并非是市场价格，这将导致对国企市场

份额的测算有偏；①第三，即使基于销售额测算的国企市场份额不影响实证结论，方程（7）中的

ratio_soe 和 diff 均为当期值，这是否会存在同时性偏误。针对这三点疑虑，作如下稳健性检验：

（1）补充使用四分位行业内民企 TFP 的 90 分位数和 10 分位数之差（即，TFP90−TFP10）、TFP 的标

准 差 （ 即 ， TFP Std.Dev） 作 为 diff 变 量 的 测 量 ； （ 2） 补 充 使 用 四 分 位 行 业 内 国 有 企 业 数 目 （ 即

number_soe）作为关键解释变量；（3）补充使用国企市场份额变量 ratio_soe 的滞后 1 期（即

lag_ratio_soe）做回归，削弱同时性偏误。对方程（11）的稳健性检验结果整理成表 4 的第 1 列至第

4 列，可以发现，更换 diff 的测量指标，变量 ratio_soe 的系数仍然显著地大于 0；替换国企市场份

额变量，变量 number_soe 或者变量 lag_ratio_soe 的系数也仍然显著地大于 0。据此，证明了假说

1 稳健成立。

表 3    检验假说 2 的回归结果

DV：PR=profit/sales （1）OLS （2）OLS （3）FE （4）FE

ratio_soe 0.0104***（0.0017） 0.0076***（0.0024） 0.0050**（0.0022） 0.0085***（0.0023）

HHI 0.0212（0.0147） 0.0190*（0.0097） 0.0285**（0.0129） 0.0349*（0.0206）

TFP 0.0299***（0.0003） 0.0229***（0.0022） 0.0237***（0.0004） 0.0181***（0.0005）

Size 0.0031***（0.0001） 0.0024***（0.0003） 0.0095***（0.0002） 0.0081***（0.0004）

Wage −0.0001（0.0002） −0.0000（0.0003） 0.0007**（0.0002） −0.0001（0.0003）

Ex −0.0044***（0.0003） −0.0021***（0.0005） 0.0003（0.0004） −0.0003（0.0005）

Age −0.0008***（0.0000） −0.0005***（0.0000） −0.0001**（0.0000） −0.0002***（0.0000）

PR−1 0.3453***（0.1008） 0.2062***（0.0167）

Const （β0） −0.1035***（0.0016） −0.0888***（0.0072） −0.1153***（0.0072） −0.1038（0.0046）

CIC3-Effect Yes Yes No No

Year-Effect Yes Yes Yes Yes

N 895 066 653 504 653 504 435 852

R2
0.17 0.36 0.12 -

F-Value/χ2-Value 208.46*** 219.6*** 38.07*** 1 650.21***

　　注：系统 GMM 估计下不报告 R2。

表 4    更换测量指标和样本范围的稳健性

DV：diff （1）TFP90−TFP10
（2）TFP Std.Dev （3）TFP75−TFP25 （4）TFP75−TFP25

ratio_soe 0.0053***（0.0016） 0.0031***（0.0012）

number_soe 0.0055***（0.0020）

lag_ratio_soe 0.0072*（0.0042）

DV：PR=profit/sales （5）民企：存活+新进 （6）民企：存活+新进 （7）民企：存活 （8）民企：存活

ratio_soe 0.0072***（0.0010）

lag_ratio_soe 0.0045***（0.0008） 0.0096***（0.0012）

number_soe 0.0019***（0.0002）

　　注：存活+新进民企的样本数为 1 032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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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12）检验假说 2，也是假说 1 成立的微观基础。方程中利润率变量（PR）与模型中的定义

完全一致，毋须进行稳健性讨论。本文针对关键解释变量 ratio_soe 做了替换和检验，如表 4 的第

7 和第 8 列所示，结果显示假说 2 稳健成立。另外，表 3 所做的回归均基于存活的民企样本，本文

将回归分析拓展至“存活”和“新进”的民企样本，如表 4 的第 5 列和第 6 列所示，显然“国企份额

越高民企利润越高”的实证结论没有发生改变。

（二）机制检验。模型分析从理论上揭

示了国企“挤占”市场份额会引致民企的组

内资源错配，并从民企利润率提升的角度

给出了微观解释。尽管上述理论推断能够

被数据所检验，但是模型分析所引入的关

键传导机制，即“拥挤效应”是否成立仍需

提供经验证据。理论分析时，“拥挤效应”

被定义为国企“挤占”市场份额降低了均衡时的民企数目，引致民企“对固定成本资源的抢夺成

本、搜寻成本和广告成本”等下降，在模型中体现为固定成本 Mηf。参考 Syverson（2004）的方法测

算企业层面的（详见变量界定部分的表述）固定成本，并以企业广告支出（广告费除以销售额进行

标准化）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检验了“拥挤效应”是否成立。如表 5 的第 1 列所示，行业内国企

市场份额越大，民营企业支出的固定成本越小，从第 2 列以广告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可以看出该结论依然成立，即能够捕捉到“拥挤效应”。此外，理论模型分析指出“拥挤效应”会

作用于民营企业的利润率（即假说 2）而非利润规模，进而引致民企的组内资源错配。本文追加检

验了 ratio_soe 对民企利润的影响，如表 5 的第 3 列所示，国企市场份额越大，则民企的利润规模

越小。这为假说 2 和“拥挤效应”的成立提供了间接证据。

（三）安慰剂检验：外企市场份额。国企基于政策和制度优势“挤占”民企市场份额，在模型

分析中被直接描述为民企市场规模（R′）缩小。这有别于市场竞争机制形成的市场规模变化。换

言之，如果通过与民企的市场竞争来获得市场份额，那么对国企−民企关系的模型刻画就与

Melitz（2003）一致，即国企和民企不过是效率有差的同类企业，市场份额的变化是市场竞争的结

果。基于政策和制度优势形成的“挤占”，反映的是市场规模在两类企业之间直接的转移，是市

场竞争的外部环境或者竞争的起点。本文在理论和实证上探讨的是这种市场份额的转移对民营

企业造成的组内资源错配，有别于既有文献探讨的国企−民企的组间资源错配。理论直觉上讲，

如果两类企业之间纯粹由市场竞争机制形成市场份额结构，那么对民企市场份额的掠夺越强反

映的是竞争越激烈，伴随的必然是低效率民企的退出和民企的生产率差异缩小，即优化民企内

部的资源配置。行业内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以竞争关系为主导，市场份额在这两类企业之

间的变化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如果本文针对国企−民企关系的分析合理，那么预期在外企−民企

之间将看不到与假说 1 一样的回归结果。

据此，本文考虑以四分位行业内外资企业

市场份额变量（ratio_foreign）替换掉方程

（11）中的国企市场份额变量（ratio_soe）做

安慰剂检验。如表 6 所示，在三种 diff 指标

下，变量 ratio_foreign 的系数符号均为负

号，即外资企业市场份额越高，民企生产率

的差异越小，这恰好与假说 1 的结论相反。

表 5    机制检验的回归结果

DV： （1）企业固定成本 （2）企业广告支出 （3）企业利润

ratio_soe
−0.1246***

（0.0075）

−0.0024***

（0.0002）

−0.2006***

（0.0143）

N 895 066 640 310 895 066

R2
0.11 0.12 0.50

F-value 1 772.69*** 129.75*** 162.45***

　　注：控制变量选取与方程（12）一致；

表 6    外资企业市场份额的安慰剂检验

DV：diff
（1）diff=TFP75−

TFP25

（2）diff=TFP
Std.Dev

（3）diff=TFP90−
TFP10

ratio_foreig
n

−0.0032**

（0.0013）

−0.0055**

（0.0025）

−0.0044
（0.0032）

N 3 313 3 313 3 313

R2
0.62 0.61 0.64

F-value 1 546.54*** 1 054.70*** 938.44***

　　注：控制变量选取与方程（11）一致。

  2019 年第 5 期

•  108  •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国企改革和民企发展是并行不悖的两条线，在中国经济发展驱动力转型过程中二者均承担

了重要作用。过去国企改革一以贯之的逻辑在于剥离附加其上的政策和制度关照，相应地卸下

国企的政治和社会等功能，使其以竞争者姿态融入市场经济，然而这是否能够促进国企和民企

效率“双赢”的关键在于厘清国企和民企二者的互动关系。既有的研究文献大多从国企和民企

的相对效率差异来分析国有企业对行业生产率的影响，其一般理论逻辑在于：第一，低效率而不

被淘汰（由政策和制度优势所致）的国企会使得较多低效率（只需略高于国企）的民企存活；第二，

给养低效率国企存活的资源无法配置给高效率民企促其发展。而另一个重要的与竞争机制不同

的国企−民企关联机制被学界忽视了，即国企会通过政策和制度优势“挤占”民企市场份额，引致

民企组内资源错配程度增强。本文通过构造理论模型，在均衡意义下推导出两个命题：（1）行业

内国企市场份额越高，则民企生产率分布越离散；（2）行业内国企市场份额越高，则存活民企利润

率水平越高。前者直指“挤占”市场份额的国企−民企关联机制会引致行业的资源错配（体现在

民企的组内生产率差异）；后者给出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微观解释，即利润率提升使得低效率民企

能够进入市场并存活。得出这两个理论推论的传导机制在于“拥挤效应”，即国企“挤占”民企市

场份额，减少均衡时的民企数目，降低民企的固定成本，提升存活民企的利润率水平。上述命题

和传导机制均能被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2000−2007 年）所检验。此外，本文还用了外资企业市

场份额做了安慰剂检验，间接证明了“挤占”形成国企−民企关联与市场竞争形成的关联对民企

组内资源错配的作用机理不同。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1）提振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优化制造业企业配

置，需要构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2）从行业角度看，市场竞争形成的“优胜劣汰”机制是带动

行业效率提升的关键；（3）对国有企业的政策和制度偏好会抑制行业内的资源优化配置；（4）这种

抑制作用，不仅体现在破坏了国企−民企的组间竞争，还体现在破坏了民企的组内竞争；（5）推而

广之，政府制定制度或者政策需要充分考虑对竞争的兼容性，否则就需要权衡政府目标与效率

损失的利与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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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By introducing the change of market shar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s an exogenous im-

pact on the private enterprise market,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tests the influence of the market scale change on

the distribution of intra-group productivity under equilibrium conditions from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per-

spectives. This research has two contributions to the literature: First, it provides empirical tests for the general

equilibrium of heterogeneous firm models. Second, it provides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Our research finds that: (1) Increasing market shar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ill increase the disper-

sion of productivity distribution of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reduce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wit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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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rial academic experiences on corporate innovation is more pronounced. In additi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chairman’s technical background will strengthen the positive effect of academic experiences on corporate

innovation. (3) We also examine the indirect impact mechanism of the information effect from managerial aca-

demic experiences. We find that managerial academic experiences reduce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attract

more analysts to track, thus promoting corporate innovation. (4) We further discuss the impact of non-“special-

ist” academic experiences on corporate innov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non-“specialist” executives’ academic

experiences will also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corporate innovation.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nfluence mech-

anism of managerial academic experiences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expand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upper ech-

elons theory, and provides micro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government to acceler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

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findings of this paper, the follow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enterprises for holding the post of university scientific research personnel” can be expanded from the current

“specialized technical personnel” to “enterprises with highe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necessary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ability for holding the post”, so a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innovation vitality of talents with

academic experiences.

Key words:  managerial academic experience；  innovation；  information asymmetry；  executiv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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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oup of private enterprises. (2) Increasing market shar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ill raise the level of

profit margin of surviving private enterprises, making inefficient private enterprises not eliminated by competi-

tion.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further tests show that the mechanism of the above results lies in the reduction of

the market size, the reduction of the number of enterprises in equilibrium, the reduction of fixed cost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rofit margin. The conclusion of the study provides a useful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enhancing the productivity of the in-

dustry.

　　When we observe that private enterprises in the industry have a better performance level, we cannot deny

that there is no mismatch of resources within private enterprises. In fact, this kind of crowding-out of the mar-

ket scale of private enterprises b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formed by policies and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will

deepen the mismatch of inter-group resources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enterprises and the mismatch of intra-

group resources within private enterprises. The latter has not been noticed in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An import-

ant reason is that the performance premium of private enterprises will cover up this feature.

　　This theoretical transmission mechanism is applicable not only to the analysis of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defined in this paper (i.e. “crowding

out” market share), but also to the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exogenous changes in the market size on the distri-

bution of enterprise productivity in the industry.

Key words:  private enterprise； market share； productivity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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